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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详尽论述，尤其是“中国哲学学科宗旨”“中国效度”“哲学效度”“创造性解释”（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等中国哲学学理之新见，以及“述古态度”“周文轴心”“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等关于建构未来中国哲学之学理论
证，参见笔者论文《重思中国哲学之‘法’：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

５－１７页）及论著《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②　 既往对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得失的相关研究，参见景海峰《从傅伟勋看当代中国哲学辩证的开放性》（载深圳大学
中国文化与传播系主编《文化与传播（第五辑）》，深圳：海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８－１５２页）、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修订
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刘昌元《研究中国哲学所需遵循的解释学原则》（载沈清松主编《跨世纪的中国哲学》，台北：五南
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第７７－９８页）、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６－２７９
页）、李聪《傅伟勋哲学思想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

王 宝 峰
（西北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７）

摘要：创造的诠释学是傅伟勋创立的中国哲学诠释学奠基理论。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该理论包括实谓、意

谓、蕴谓、当谓、必谓（或曰创谓）等五个层次，分别涉及原思想家或原典的文献考证、语言分析、注疏历史、批判继承、创造发

展等渐次升高的内容；五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依文解义、依义解文以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轨辩证程序”加以理解。

接着创造的诠释学讲，须继承其辩证开放的学术视野，发展其继往开来的学术态度，解决其缺失经学主体内容、未能确立文

本的核心地位等学理问题，以期通过范式转换，建立起融贯古今中西学术、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学理合法的中国哲

学。

关键词：创造的诠释学；诠释学层级；诠释学态度；经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８２（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０４－０９

２１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受到持续不断的挑战，中国哲学学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学理危机（ｃｒｉｓｉｓ，库恩）。通过深入反思并

消解此学理危机，我们终于认清了中国哲学诸学科本质，并为开辟适应时代要求、学理合法的中国

哲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以新的中国哲学学理视角（ｗａｙ　ｏｆ　ｓｅｅｉｎｇ）观之，傅伟勋“中国本位的

中西互为体用”的学术立场，“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之“继往开来”的学术态度，“文化中国”的

现实关怀，尤其是他独创的“创造的诠释学”融贯古今中西的辩证开放性，“五谓”诠释学层级理论的

跨学科兼容性、圆融自洽性等一系列中国哲学一般方法论论点，完全契合中国哲学学理之内在要

求。接着傅伟勋讲，顺着他开辟的中国哲学方法论“诠释学层级”（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理路因革损

益，对于重建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实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①以往学者关于“创造的诠释学”的研究，较少从重建中国哲学学理基础这

一立场出发来全面理解和把握傅伟勋哲学一般方法论的意义，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有所推进②。



一、“创造的诠释学”之创立

中国哲学在古今中西维度中存在，必须兼具“中国效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与“哲学效度”（ｐｈｉｌ－

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方能从学理上成立。显而易见，经典及其解释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特有的形式

和内容。此一经典解释特点，一方面是中国哲学中国效度成立之根本；另一方面，也与西方诠释学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有着高度的可公度性（ｃ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从而内在地具有哲学效度之品格。因

此，建立兼具双重效度、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实可沿着创建中国哲学诠释学（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之路径前进。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至今，海内外学者不断尝试着借鉴西方诠

释学理论来阐发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层哲学意涵及其现代意义。其中，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成中

英“本体诠释学”、刘笑敢“定向诠释学”、黄俊杰“中国诠释学的三个面相”、林安梧“造乎其道的诠释

学”等立论，以及汤一介“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之建议、潘德荣“经典诠释学”之说法，皆可看作中国哲

学研究者创建中国哲学诠释学之学术努力。上述论说当中，尤以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ｃｒｅａ－

ｔ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是学理“合法”且有高度解释力的中国哲学研究一般

方法论。

傅伟勋（１９３３－１９９６），美籍华裔学者，先后在台湾大学及美国数所大学从事哲学学习及教学、

研究工作。傅氏著有《西洋哲学史》《中国哲学指导（英文）》《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批判的继承与

创造的发展》《“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

等著作，主编有《世界哲学家丛书》等丛书。傅伟勋一生“学海漂泊”（韦政通语），在哲学的“荆棘之

路”上苦思探求不已，对西方哲学及佛教哲学研精覃思，对儒家、道家哲学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经

过长达十七年的西方哲学深入研习之后，傅伟勋最终回归中国哲学，矢志于通过回应西方哲学对中

国哲学的挑战，为中国哲学打开一条继往开来的现代化理路，以使西方哲学家彻底认可中国哲学的

存在与价值。

傅氏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上的最大创获，便是“创造的诠释学”。作为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开创者，

傅伟勋于１９７２年便开始构想创造的诠释学①。此说立论“极其宝贵的思想资粮”，是从海德格尔论

说中获得灵感，如诠释必须有灵气与启明观念引导，“实谓”（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ｗｏｒｄｓ）与“意谓”（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ｓａｙ）之诠释旨趣，独创的思想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思想，等等。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傅氏又

将西方哲学中的英美日常语言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哲学诠释学（傅

氏所谓“新派诠释学”）等理论与中国传统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方法论加以融会贯通，

最终创立了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创造的诠释学，为建立起中国本位的新诠释学，做出了深具启发意义

的探索。

傅伟勋谙熟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对哲学本质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认为，哲学思想的哲

学性，并不在于哲学结论，而在于哲学思维的程序。在傅氏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缺乏哲学性，

是由于哲学家多通过经典注释进行哲学思维，常以个体的直观体验表述哲学结论，而忽略了哲学立

５０１周易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① 据傅伟勋所述，他于１９７２年开始初步思考“创造的诠释学”相关问题，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ｉ－Ｈｓｕｎ　Ｆｕ（１９７３）"Ｌａｏ　Ｔｚｕ＇ｓ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ｏ"（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６：１－４，３６７－３９４）。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６日，傅伟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宣读论文"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
ｎｅｕｔｉｃｓ：Ｔａｏｉｓｔ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正式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参见傅伟勋《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
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第

４０２页，注３）。



场、方法和思维程序之证立。传统中国哲学高层次的方法论反省工夫不足，缺乏西方哲学问题设定

的齐全性、问题解决的无瑕性、解决程序的严密性及语言表现的明晰性。因此，要提高中国哲学的

哲学性，必须建立起高层次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的理论意向（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便是期以傅氏所谓“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基本态度和精神，以“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

的开放立场，“专为缺乏高层次的方法论反思的中国思想传统，设法建构有高度适用性的一种方法

论尝试”（《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第１２页）。

二、“创造的诠释学”之内容

在１９７６年发表的《创造的诠释学：道家的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一文中，傅伟勋初步概要地表

述了创造的诠释学的“五个辩证的步骤”（ｆ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ｓ），并以之辨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深

层意涵。① １９８９年，傅伟勋撰成论文《创造的诠释学及其运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

该文以《道德经》《坛经》为例，集中表述了创造的诠释学作为一般方法论的“五个辩证的层次”（ｆｉｖ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在同期及之后的一系列论著中，创造的诠释学成为了傅氏从事哲学研究的根本

方法②。作为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创造的诠释学凡分实谓、意谓、蕴谓、

当谓、必谓（或曰创谓）等五个层次，分别涉及对原思想家或原典之校勘考证、语意分析、梳理历史内

涵、把握深层义理、理论创新等具体内容。

（一）“实谓”层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

实谓层次旨在通过原典的版本考证、校勘以及有关作者与原典的历史文献考查，尽量忠实客观

地还原出作者及原典的本来面貌，尤其是作者在原典中实际表达的话语。作为五层次中的最低层

次，实谓主要处理原典的版本、校勘、训诂、句读、考证、辑佚等校雠学课题，属于前诠释学的（ｐｒ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原典考证层次，目的在于以扎实完备的“基层工作”确立“纯客观”的原典。

借用日常语言分析学者奥斯丁（Ｊｏｈｎ　Ａｕｓｔｉｎ）之说，傅伟勋认为实谓可以看成“习常地只说出

了口的言语活动”（ａ　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第１２页）。五层次

中，只有实谓层次具有所谓纯粹客观性。实谓是不可推翻的原初资料，表现为纯客观性的语辞状

态。就其在五层次中的作用而言，每当实谓层次获得新的证成（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结论，马上会影响到其它

四个层次的既定结论。傅伟勋特别说明，一方面，实谓是“治书”的“基层工夫，不可不判”③；另一方

面，实谓是创造的诠释学必须的起点，但不是重点，更非终点。

（二）“意谓”层次：“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由于原典与其诠释之间有不可避免的“诠释学差距”（ａ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ｇａｐ　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所以，想

要探求原典思想家要表达的意思，创造的诠释学就必须由最基本的实谓层次上升到第二层次：意谓

层次。

６０１ 王宝峰：“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

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ｉ－Ｈｓｕｎ　Ｆｕ，"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Ｔａｏｉｓｔ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
（１９７６），１１５－１４３．

“创造的诠释学”集中而全面的表述，参见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及其运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载《从创
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０年，第１－４６页）、傅伟勋《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４
年，第２２０－２５８页）、傅伟勋《现代儒学的诠释学暨思维方法论建立课题———从当代德法诠释学争论谈起》（载江日新主编《中西哲
学的会面与对话》，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４－１５２页）。

傅伟勋《现代儒学的诠释学暨思维方法论建立课题———从当代德法诠释学争论谈起》，载江日新主编《中西哲学的会面与
对话》，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意谓是指诠释者尽量客观地、忠实地厘清原思想家的本义（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真义（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或意指（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意谓层次最重要的工作，是运用英美哲学界的日常

语言分析法，对实谓层次所整理完成的原典话语表达，施以尽量客观的语意分析工夫。具体而言，

就是以脉络分析（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澄清字句在不同脉络上下文中的意义；用逻辑分析（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消解语言及叙述内容上的表面逻辑矛盾；通过层面（或次元）分析（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解

析内容上不同层面的义理线索。此外，为厘清原思想家的意思，诠释者必须秉持尽量客观忠实的诠

释学态度，还必须以“随后体验”（Ｎａｃｈｅｒｌｅｂｅｎ，狄尔泰）工夫，了解原思想家生平传记、时代背景、思

想发展历程等等。总体而言，意谓是对作者实谓的语义了解，属于一种“析文诠释学”（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我们于此层次，相信原典有其客观意义，通过一番忠实的诠释工夫，当可

获致原原本本的‘意谓’。”①

（三）“蕴谓”层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

意谓层面诸种分析，类皆属于非历史性的（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平面分析，而非具有历史纵深度与厚度

之深层分析（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为探得原典思想种种丰富的深层义蕴（ｄｅｅｐ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必须自意谓层次上升到蕴谓层次。

蕴谓意在通过原典注释历史的考察，深入诠释广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之中，比

较总结出历代有“诠释学份量”（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重要诠释。通过综合比

较这些重要诠释，进一步展现出原典可能的不同诠释进路，借以深刻地把握原典丰富的深层义理蕴

涵。蕴谓层次对基于不同时代问题、情境中的所有原典理解、解释与分析，皆持开放性态度。蕴谓

之宗旨，在于以相互主体性意义的可能义理蕴涵为“诠释学审定规准”，探索原思想家与后世解释者

之间的思维连贯性，进而以最有强度或说服力的原典诠释，“超克”意谓层次因追求客观性所可能产

生的片面性及主观臆断。

蕴谓探索经由历史积淀下来的解释，这种累积而成的解释史，已构成了伽达默尔所谓“历史传

统”，是诠释学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层面之深刻体会。因此，蕴谓层次类属于“历史诠释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四）“当谓”层次：“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

为了“讲活”原思想家的思想，诠释者必须从历史上的各种原典解释当中，通过评价衡定，选择

出最具有诠释强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ｏｖｅｒｒｉｄｉｎｇｎｅｓｓ）的哲理蕴含，这就迫使诠释者不得不从蕴谓层次

上升至当谓层次。

当谓是指诠释者为原思想家表达出他应当（ｓｈｏｕｌｄ）表达出来的话语或文字。这一目标的实

现，有赖于诠释者通过批判性比较考察，依据其独具的诠释学洞见与判断（ｕｎｉｑｕ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ｉｎ－

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在蕴谓层次的种种义蕴（ｍｅａｎｉｎｇｓ）、蕴涵（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之中，择取出最有诠

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义蕴或根本义理。为达此目的，诠释者应当依其长期厚植的洞见，努力发掘出

原思想体系表层结构（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之下的深层结构（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判定出原思想

家义理根基以及整个义理架构的本质，借之以澄清原典的表面矛盾，重新安排原典之脉络意义、层

面义蕴等的轻重高低次序。在当谓层次，诠释者通过定立“诠释学的抉择准则”，最终决定了最有

“道理强制性”或“诠释殊胜性”的诠释方式，从而总结并表达了原思想家在其内在义理上原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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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的话语。

在当谓层次，批判的诠释者必须依其“苦心积学”所获取之新的诠释学洞见（ａ　ｎｅｗ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ｉｎｓｉｇｈｔ），批判地评断及“超克”意谓及蕴谓层次的因表面分析而产生的无深度的诠释。因此，当谓

层次类属批判诠释学（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是对原典全面理解基础上的深层把握。到了当谓层

次，诠释者不再是只求经典客观意义之纯学术性诠释者，而是摇身一变，转成批判性继承的诠释者。

（五）“必谓”（或曰“创谓”①）层次：“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

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

创造的诠释学之独特性格，即在于其哲理创造性（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创造的诠释学家

是思想家，而非一般的诠释学者。创造的诠释学之诠释学创造性（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有赖于

创造诠释学家通过自我转化（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将其学问、人格从批判的继承者（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

ｈｅｒｉｔｏｒ）转变为创造的发展者（ａ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从而由当谓层次进至创造的诠释学之最高层

次———必谓层次。

必谓是指创造的诠释学家以“启明观念的力量”（海德格尔）为引导，不但彻底消解原思想家思

想的内在难题，化解其实质性矛盾而救活原有思想，还更进一步地通过创新突破，批判地“超克”原

思想家的教义局限及其学说的内在理论难题，从而“救活”原思想家，完成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

欲实现此一目标，创造的诠释学家必须在中外各大思想及其传统的“创造性对谈”（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中，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敢于通过推广、深化、修正等形式，以创造性的诠释突破原思想

家之思想教义。创造的诠释学之终极课题，就是要求创造的诠释者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诠释学

态度，回应时代要求，经受时代考验和严格的理论思维的自我磨炼，以创造性思维（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和独具的诠释学洞见，实现从诠释者向理论家的转变，最终成为“足以建立一家之言的创造性

思想家”（《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第３４８页）。

必谓是创造的诠释学的最终归宿，只有在此层次，创造的诠释学才真正彰显其功能与功效。因

此，广义的创造的诠释学当包括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等五个层次；而就其狭义而言，创造的

诠释学特指必谓这一最高层次。

（六）创造的诠释学五层次之间的关系

创造的诠释学的五个层次，可以从“依文解义”和“依义解文”两个方向上加以总体把握。其中，

实谓层次和意谓层次涉及“依文解义”的工夫。就方法论意义而言，这两个层次主要借助于中国传

统文字考证工夫与西方语言学分析方法，力求呈现出原典之客观意义。蕴谓层次处于五层次的中

间位置，它既是“依文解义”之终结，又是“依义解文”之开端。在蕴谓层次中，诠释者的主要工作，是

通过原典诠释史的深入梳理，寻求出一个具有多面性、开放性与融纳性的原典注释系统。蕴谓层次

具有不拘囿于原典客观涵义，而力图展现原典可能蕴藏的“真意”之解释导向，从而表现出“依义解

文”之倾向。当谓层次和必谓层次的方法，皆落实为“依义解文”的工夫。当谓方法论实质是“批判

的继承”：该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厘清对原思想家诸种解释理路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选择，讲出

原思想家应该讲的意思。必谓层次方法论实质是“创造的发展”。为解决经典及原思想家的内在理

论难题，必谓层次要“超克”原典或原作者，将当谓层次批判继承的理论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

当谓与必谓二层次具有超越的批判与思维的创造这种“双重性格”，二者纯属“依义解文”，皆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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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傅伟勋接受霍韬晦建议，将“必谓”改称“创谓”，以期更好地表达“必谓”层次之旨趣。（傅伟勋《现代儒学的
诠释学暨思维方法论建立课题———从当代德法诠释学争论谈起》，载江日新主编《中西哲学的会面与对话》，第１５１页）



实谓、意谓、蕴谓层次“依文解义”之局限。

创造的诠释学五层次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轨辩证程序”“辩证的互

补关系”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就一般治书、治学历程而言，五层次依照自下而上（实谓至必谓方向）

的程序进行；而一旦成为如朱熹、王阳明这样立一家之言的开创性思想家之后，则可采取自上而下

的（必谓至实谓方向）程序展开。创造的诠释学重视诠释的创造性，因而最关注蕴谓、当谓、必谓等

三个层次，尤其是批判继承而有创造的发展的必谓层次。但重视高层次，并非意味着忽视低层次诠

释。傅伟勋反复举例说明，“创造的诠释学既具永远辩证开放的学问性格，任何下层（尤其‘实

谓①’）的解决方式的改变，当然辩证地催生上层的解决方式的再检讨，反之亦然”②。创造的诠释学

一方面强调五层次之间“不得随意躐等越级”，诠释者绝不能作主观任意的层次跳跃；另一方面，五

个层次熟练之后，诠释者不必再死板地依次探讨原典诠释问题。“一旦驾轻就熟，五个层次当可一

时并了，同时进行每一层次的考察探索”（《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第４４页）。

总之，为提高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之“哲学性”，开拓中国哲学的国际空间，基于其深厚的西方哲

学及佛学素养，傅伟勋提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哲学研

究一般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以融贯中西的学术胸襟和视野及缜密而颇具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为

建构“中国哲学诠释学”奠定了极具启发意义的理论基础。

三、未来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创造

傅氏对创造的诠释学的未来寄予厚望：“创造的诠释学应该有其辩证无涯的常恒开放性格，能

逼下一代创造的诠释学家承继上一代创造的诠释学家所留下的诠释学以及思想（史）课题，重新辩

证地经历（而非单纯地反复）上述五大层次，承先启后，完成新时代的诠释学以及思想创新的学术使

命，亦即新时代的‘学问的生命’发展。”③由于创造的诠释学本身的辩证开放性（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ｏｐｅｎ－

ｅｎｄｅｄｎｅｓｓ）及该理论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高度适用性、有效性，我们有责任接着创造的诠释学“此项

极有意义的现代学术课题”讲，以期适应时代要求，确立起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诠释学和中国哲学，

进而实现傅氏中国哲学世界化这一宏愿。

遵循傅氏“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学术态度与治学理路发展未来中国哲学诠释学及实现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我们应当在如下方面着力突破：

（一）转变中国哲学研究的态度

当代主张方法论诠释学的著名学者泽伯姆（Ｔ．Ｍ．Ｓｅｅｂｏｈｍ）格外强调态度在诠释学中的重要

地位。泽氏认为，诠释学发展史是诠释意识发展史，而诠释意识即是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意

识。不同的诠释态度，决定了存在于其中的关于传统的经验④。同样以方法论诠释学立论，付伟勋

也强调了诠释态度的重要性。傅氏云，创造的诠释学坚决反对任何彻底破坏传统的暴力方式，也不

承认学术上凭空开创全新思想传统的可能性。在保守与冒进立场之间，创造的诠释学对传统采取

“继往（批判的继承）开来（创造的发展）”的学术态度。傅氏这种诠释学态度，对于学有根底、征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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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伟勋《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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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地建立中国哲学之中国效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受西方启蒙思潮影响，胡适、冯友兰首倡于前，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派”造极于后，以革命

与冒进的疑古态度，彻底断裂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脉。疑古态度流弊所及，使得百年来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之研究，始终缺失着中国的主体内容。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和学术发展，这种仇恨、蔑弃

传统的疑古态度必须转变。针对启蒙运动对传统的破坏，伽达默尔给传统及权威正名，认为传统本

质上是一种理性的保存（Ｂｅｗａｈｒｕｎｇ）活动，许多传统的东西，在所谓革命之后仍然保存下来，与新

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希尔斯（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ｉｌｓ）更明言，革命无法抵制传统的全部内容，宣称与

传统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以逃出过去的掌心。当今向中国固有传统思想文化回归的时代风潮，

以及开创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应有地位之文化课题，决定了蔑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体内容之

疑古态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接着傅伟勋“继往开来”的态度方向，未来中国哲学乃至

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首要之务，就是要实现从疑古态度向尊重传统、返本开新之“述古”态

度的态度转换（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ｈｉｆｔ）。①

（二）确立经学及经典解释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

创造的诠释学之理论旨归，是建立起“中国本位”的新诠释学。在傅伟勋看来，在中国传统思想

中，中国本位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经典诠释。因此，通过吸取西方诠释学之精华来建立中国哲学的

新诠释学传统，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重解或重建（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尤为

重要。毋庸置疑，就哲学思想主体文献而言，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中，惟经学才是“中国本位”

之所在。但是，通观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创构与运用，始终在道家、儒家类子学文献以及佛教文

献里面论说。由于自始至终没有从经学尤其是“六经”这一中国传统思想根本内容处立论，创造的

诠释学始终缺失中国根柢与灵魂，导致其从深层及根本意义上丧失了“中国本位”。

经过“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洗礼，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唯有把经学确立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

体内容，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本位”的中国哲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作为“不刊

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天下之公理”（《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经学影响了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构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诠释学视域观之，经学

文献本质是“意识形态文本”（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学理基础是从文本到行动（ｆｒｏｍ　ｔｅｘｔ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之

“推天道以明人事”。职是之故，舍经学文献，便无从谈及中国哲学之主体性、实践性问题。建立中

国诠释学，不是要给西方诠释学开中国分店，而是要“以中化西”地建立起以经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

哲学研究新范式（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未来要建立起傅氏所谓中国本位的新诠释学，必须“超克”创造

的诠释学以子学及佛教内容立论之做法，确立中国哲学研究的经学主体内容。②

（三）明确文本（ｔｅｘｔ）在中国哲学诠释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创造的诠释学，显然是以“原思想家”（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ｅｒ，实即作者，ａｕｔｈｏｒ）为主体研究对

象，展开具有相互主体性的作者与诠释者（读者，ｒｅａｄｅｒ）之间的对谈（ｄｉａｌｏｇｕｅ）。傅氏明言，创造的

诠释学五层次内容之展开，也可看作诠释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ｉａｎ）由学术性诠释者向创造性诠释者的身

份转变。不难看出，创造的诠释学一以贯之地强调了诠释者（或曰“解释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在诠释学

中的主体地位。创造的诠释学这种对诠释者视域的倚重，有着内在的理论难题。

０１１ 王宝峰：“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

①

②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之“态度转换”问题和笔者主张的“述古”态度之详尽论述，参见王宝峰《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
法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中的相关内容。

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诠释学创新观念和理论，参见王宝峰《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相关内容。



创造的诠释学是一种旨在解决原典诠释的一般方法论。在其五层次中，文本（ｔｅｘｔ，傅氏译为

“原典”）实际上应该占据创造的诠释学之核心地位。作为诠释学渊源的古典学（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语文学（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解经学（ｅｘｅｇｅｓｉｓ）皆以经典文本作为研究主体内容；就诠释学作者、文

本、读者等三要素而言，诠释学本质上围绕着文本展开，文本占据着诠释学的核心位置。哲学诠释

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由于过分强调诠释者，最终会造成文本这一诠释学基本研究对象

的缺失，从而导致理解与解释中的相对主义、师心自用、无根游谈、误读曲解等严重的诠释学后果。

创造的诠释学吊诡（ｐａｒａｄｏｘ）之处在于：一方面，它遵循哲学诠释学路径，始终强调诠释者在诠释活

动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作为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立论，从实质意义上围绕文本确立其理

论基础。此理论困局解决之道，在于舍弃方法论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截然两分的成见，进一步发挥

诠释学层级理论（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ｙ）兼容并蓄两种诠释学进路之优长，以建立起圆融的诠

释学理论。如顺着创造的诠释学理论架构申说，欲融贯方法论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首先，要一以

贯之地在五层次中确立文本的核心地位，始终以文本作为诠释学研究对象。其次，要认识到实谓、

意谓、蕴谓、当谓等四层次，属于确立文本客观真实意义之方法论诠释学层次，而只有必谓（创谓）层

次才属于哲学诠释学层次，才是基于文本客观真实意义的创造性解释及运用。最后，一方面，要讲

明方法论诠释学诸层次必须上升至哲学诠释学层次才具有诠释学意义；另一方面，要明确哲学诠释

学层次之高明，惟有建立在方法论诠释学根柢之上，才能真正实现创造的诠释学返本开新、“继往开

来”之理论旨归。

除了以上数端理论问题，创造的诠释学理论尚有其它不足之处，因而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比

如，傅伟勋已认识到，中国数千年的校雠学成就，绝不亚于西方解经学、古典学的“实谓”研究。但深

究“创造的诠释学”理论资源，傅伟勋并未对沃尔夫（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ｓｔ　Ｗｏｌｆ）、阿斯特（Ｇｅｏｒｇ　Ａｎ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ｓｔ）的文本解释层级理论以及维拉莫维茨（Ｗｉｌａｍｏｗｉｔｚ）“浑然一体”的古典学方法等有

益的研究方法予以吸纳借鉴。而对于可用以深化“创造的诠释学”理论的极为重要的西方诠释学理

论资源，如保罗·利科（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的文本及其实践理论，赫施（Ｅ．Ｄ．Ｈｉｒｓｃｈ）的解释客观性、有

效性理论，诠释学一贯讨论的诠释学循环（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理论等，傅伟勋皆未及深入探研。此

外，就中国学术资源而论，创造的诠释学对中国传统文献学分门别类的具体内容了解尚不够全面深

入，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历史和范式的讨论不足等问题，也必须进一步全面展开和深入研究。

结 语

诚如傅伟勋所言，未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有赖于从业者在古今中西视域中，以完全

开放的视野和胸襟，经过批判的继承（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与创造的发展（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建

立起细致缜密的中国哲学研究之方法论体系，借以延续（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继承（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重建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转化（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现代化（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可以证明，中国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之更新，从本质上决定了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和内容。过去百年，在“选出而叙述之”的范式（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主导之下，中国哲学一直走着“以西解中”的研究进路，始终学理“不合法”地缺

失着“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新世纪以来，由于“选出而叙述之”的范式已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

求，从而陷入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泥潭之中。本人以为，欲化解中国哲学之学理危机，必须

实现中国哲学研究之范式转换（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从“以西解中”转向“以中化西”，以站稳中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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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之主体性立场；从子学路径转向经学内容，以确立中国哲学研究之中国效度；从机械照搬西

方哲学理论转向以疏通发明中国固有思想为旨归的中国哲学诠释学方法，以挺立中国哲学之哲学

效度。

傅伟勋的一系列观念及方法，尤其是创造的诠释学，对于我们实现上述中国哲学研究之范式转

换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接着傅伟勋讲，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其创造的诠释学及相关论说，无

疑对未来中国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总而言之，创造的诠释学实有待于后来中国哲

学研究同调学者进一步补充完善、发扬光大，以期开创出中国哲学“大放光彩”（冯友兰语）、无限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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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章是也；有相重者，《国语》“贞屯悔豫皆八”、包山简、葛陵简、天星观简、清华简所见筮例是也。

动卦占为另一大类，其法以筮得一别卦，爻变成二别卦为占：有静爻者，《左传》《国语》“遇某”例是

也；有动爻者，《左传》《国语》“遇某之某”例是也。静卦未重例与动卦静爻例，当有共同来源，疑古之

时以一别卦占事，其后或相重成四位卦，或爻变成二别卦也。动静二大类卦占之法，所以相别者，是

否用八等筮数为占也。动卦占为《周易》所用；而静卦占为《左传》《国语》涉“八”筮例及楚简筮例所

用，其是否为《连山》《归藏》遗法，今则堙而无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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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王宝峰：“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


